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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泊流域内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的耦合协调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研究构建了流域水敏性

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科夫链、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 2007-2020年太湖流域

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 2007-2020年太湖流域水敏性轻微下

降，整体呈现“西南高-东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而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程度则显著提升，东部形成 S型高胁迫带，西部保

持低胁迫状态，空间格局呈现明显分化。(2)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度整体下降，空间上呈“西高东低”分

布，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并且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3)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度受五大

因素影响，关联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科技投入水平、产业结构、人口集聚程度、环境规制强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且影响

程度空间差异显著。因此，本研究建议实施空间差异化水环境规制政策，优化流域内生产力空间布局，并健全流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体系，完善生态补偿与监测预警体系，以促进湖泊流域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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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s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watershe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both water sensitivity and industrial wat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tress within the watershed. By apply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spatial Markov chain, and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ir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the Taihu Basin from 2007 to 2020 were examine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1) From 2007 to 2020, water sensitivity in the Taihu Basin declined slightly, generally exhibiting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southwest and low in the east”. In contrast, industrial wat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tres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an S-shaped high-stress belt forming in the east and low stress persisting in the west, indicating notabl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2) The overal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water sensitivity and industrial wat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tress 

declined, displaying a “higher in the west and lower in the east”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longside characteristics of “club 

convergence” and a certain degree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3)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the Taihu Basin was driven 

by five key factors, ranked in descending order of correlation as follows: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degree, strength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with significant 

spatial variation in their effects. Thus, this study proposes optimizing the spatial layout of productivity within the basin,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wat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and improving comprehensive watershed management, 

compensation, and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s to fost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ake basins. 

Keywords: Taihu Basin; water sensitivity; industrial wat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tres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arkov chain;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1]。改革开放以来，伴随

着迅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与此同时也面临着污染物排放强度升

高、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2-4]。湖泊流域作为自然-经济-社会

复合系统[5,6]，不仅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其内部的湖泊更是承担着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7-10]，在社会经济发展高地与重要生态屏障的双重定位下，如何有效协调其经济发展目标与生态环境保护

目标显得尤为艰难和迫切。 

水是流域综合管理中最敏感的要素[11]，人类工业活动过程中各类水污染物输出对区域水环境系统造

成的综合压力—即“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是湖泊流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12-15]。工业水环境污染胁

迫代表了人类工业活动对区域水环境系统的扰动[16]，当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超出水环境自净能力时，便

会导致区域水环境发生结构失调，进而引发一系列水生态环境问题[13, 17, 18]。而水敏性为我们衡量区域水

环境本底条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水敏性是指区域水文过程和水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影响的敏感程度，

其状况基于“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四个维度综合表征，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区域水系统的

内在稳定性与脆弱性[11, 19]。作为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表征要素，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

境污染胁迫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关系，一方面，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直接冲击并扰动流域水环境、水

生态系统，进而改变流域水敏性状况；另一方面，流域水敏性也可通过反馈机制对区域工业活动形成反

向约制，最终实现对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的调控。二者共同构成了“压力—状态—响应”闭环反馈系统，

因此仅对单一系统进行研究难以揭示流域区域“人-水”系统互馈关系，需要从系统整体性和动态演化角度

出发，定量揭示“人-水”系统间相互影响强度、方向与协调状态。同时，运用评价指标体系建构、耦合协

调模型等技术方法，量化水敏性、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等“社会-生态”系统客观属性，有助于科学评估不

同自然禀赋、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下区域工业发展与水环境保护间的协同程度，优化流域可持续发展管理

机制，减缓工业活动对水环境系统负面影响。为此，探究典型湖泊流域内各小流域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



与水敏性之间的耦合协调状态及其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科学调控政策建议，对促进湖泊流域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耦合关联研究是当前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研究的重点热点，国

内外学者针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其中国外研究起步较早，更侧重于理论构建与框架模型探索，研究内

容主要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探究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反馈与协同演化机制，并提

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0]、“压力—状态—响应”框架[21]、社会-生态系统等经典理论[22]，而国内研究则更

加侧重于开展特定区域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应用研究，从发展视角探究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

的匹配关系，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与演化特征，分析方

法主要包括空间自相关分析[23, 24]、标准差椭圆[25, 26]以及空间马尔科夫分析[27]等；二是探究系统耦合协调

度的驱动因素，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地理探测器[23]、灰色关联度模型[28, 29]以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30, 31]等。

作为生态环境系统的核心子系统，水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关系尤其受到学界关注，然而既有

研究在研究思路、研究尺度以及研究方法上仍存在拓展空间。研究思路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究区

域水生态环境与城镇化[29, 32-34]、经济发展[15, 35, 36]等宏观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的耦合关联，这些研究虽揭示

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水环境保护间的普遍性矛盾，却对水环境系统内在脆弱性与特定污染压力源之间

的互动机制探究不足，为此，本研究将“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引入此研究框架内，以推动研

究从宏观现象关联分析转向对特定系统相互作用机理的微观剖析。研究尺度上，尽管现有的耦合关联研

究区域已涵盖了国家[37, 38]、省域[27, 31]、城市群[23, 24, 39]等多种行政尺度，但对湖泊流域这一关键且特殊的

自然地理单元却鲜有涉及，基于行政单元的研究易破坏水环境系统的完整性，而以湖泊流域为研究对象

更能系统地揭示社会经济活动对水环境影响的内在规律。研究方法上，当前针对流域尺度的工业水环境

污染胁迫测度方法尚待完善，本研究在评价指标体系建构与空间分析技术方法应用基础上，纳入产污系

数用于量化不同行业及规模企业进行工业活动时的污染物排放强度，为揭示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与水敏

性耦合关系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撑。 

太湖流域是我国经济活力最高的湖泊流域之一，同时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40]。鉴于此，本

文以太湖流域为案例区，以 2007、2010、2013、2016、2020年为研究时间节点，构建水敏性与工业水环

境污染胁迫评价指标体系，在对 128个小流域单元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程度评价的基础上，运

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科夫链、灰色关联度模型等方法深入分析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

染胁迫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格局、动态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以期为太湖流域及类似湖泊流域的

产业空间布局优化、水环境综合治理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太湖流域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南翼，行政区划上分属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和安徽省，流域面积

37374.8 km2，水域面积约 5644 km2，地形包含平原、山地，绝大部分属于平原地区，整体地势西高东

低，其内部水系发达，河网密布，是我国典型的湖泊流域。并且太湖流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工业企业

最密集的地区之一，2023年太湖流域国内生产总值达 123950亿元，以全国 0.4%的国土面积承载了 9.8%

的 GDP，从产业结构来看，流域所涉及的 64个区县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1095.51亿元、

43742.57亿元和 75986.79亿元，产业结构比例为 0.9：36.2：62.9，呈现出典型的后工业化特征；2023年

末流域内七大核心城市（包含上海、苏州、无锡、常州、湖州、嘉兴、杭州）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约为

45.36万家，约占全国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总数 10.71%；在太湖流域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其水资源环境



却面临着严峻挑战，太湖流域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176.0亿立方米，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

平的五分之一，水资源禀赋相对不足[41]。2024年太湖流域 206个重点断面优Ⅲ比例为 97.6%，太湖水质

总体达到Ⅲ类，但营养状态指数为 52.4，湖泊水体整体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形势

较为复杂。 

本文以小流域作为太湖流域水敏性及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的评价单元，其中小流域基于数字高程模

型（DEM）数据生成的集水区划分。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对 DEM数据进行填洼、流向生成、流量分析

等操作处理，初步划定太湖流域的集水区范围，随后结合太湖流域实际水系数据进行空间拓扑校正，优

化集水区划分方案，最终将太湖流域划分为 128个小流域单元。 

 
图 1 研究区域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map of the study area 

1.2 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耦合视角，构建了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关系三步分析

框架。第一步，构建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评价指标体系。流域水敏性方面，本文从水资源、水

环境、水生态、水安全四个维度选取评价指标，利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加权评估；工业水环境污染

胁迫方面，已有的研究证明工业企业的集聚程度与水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空间正耦合效应[42, 43]，因此本文

基于区域工业企业密度数据表征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同时构建行业排污强度系数、企业规模系数用于

修正不同行业及规模企业的排污特征差异，最终通过行业排污强度系数、企业规模系数和工业企业密度

数据加权计算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指数；第二步，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格局及动态演化分析。基于流域

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评价结果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各流域耦合协调状况，对 2007-2020年

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度进行时空动态分析，同时应用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方

法，构建耦合协调状况空间转移概率矩阵，深入挖掘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化规律；第三步，耦合协调度

驱动因素探究。基于行政边界将太湖流域分为三大片区，从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科学技术等多个维度

选取潜在驱动因素，通过灰色关联度模型量化各驱动因素与耦合协调度的关联程度。 

本研究遵循“框架构建—动态评价—关联分析—驱动探究”的逻辑主线，旨在揭示太湖流域水敏性

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的互动机制，为湖泊流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文章使用的人口、经济、科技投入数据来源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各

市统计局，环保词频数据基于各市政府工作报告处理获取，土地利用数据来自 CLCD 数据集



（http://zenodo.org），空间分辨率为 30 m[44]，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

空间分辨率为 30 m，水网和水面数据来源于 1:25万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 （https://www.webmap.cn），降雨

量、潜在蒸散发数据和植被覆盖率数据来源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https://data.tpdc.ac.cn/），其中

降雨量与潜在蒸散发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1 km，植被覆盖率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250 m，土壤数据集来源于资

源环境数据云平台 （http://www.resdc.cn/），太湖流域企业属性信息数据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企业地理坐标通过对注册地址进行地理编码获取，各工业行业化学需氧量 （COD）和氨氮 （NH3-N）总排

放量数据来自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工业行业法人单位数量来自  第四次经济普查公报》，水质目标通

过整理江苏、浙江、上海三地的水（环境）功能区划文件获得。 

 

图 2 数据采集与处理流程 

Fig. 2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Procedure 

由于各指标量纲有所不同，且不同指标具有不同的指向性，因此需要利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各个指标

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正、逆向指标标准化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𝑋
𝑖𝑗=

𝑥𝑖𝑗−𝑥𝑖𝑚𝑖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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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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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 Xij、xij分别是第 i项指标第 j个小流域标准化后的值和原始指标值；ximax是第 i项指标中最大的

值；ximin是第 i项指标中最小的值。 

1.4 研究方法 

1.4.1 流域水敏性评价指标体系 研究基于“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构建流域水敏性评价指标体系(表

http://zenodo.org/
https://data.tpdc.ac.cn/


1)，其中目标层为水敏性，准则层包含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四个维度[11, 45]，基于各准则层

含义，综合考虑评价指标的科学性以及可获取性，最终选取了水网密度、产水量、生境质量、湿地占

比、林地占比、养分输送比、水质目标、水体通达性、洪涝灾害危险性共 9个评价指标[11, 46-50]。指标权

重确定方面，为有效消除权重确定时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选用熵权法这一客观性较强的赋权方法。 

表 1 流域水敏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watershed water sensitivity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计算方法 属性 权重 

水敏性 

水资源 

水网密度 计算公式：
0.9∗水网面积+0.1∗河流长度

流域面积
 - 0.13 

产水量 
基于 InVEST 产水量模块模拟，模拟单元为小流域，输入数据包括降

雨量、蒸散量、土壤类型等 
- 0.06 

水生态 

生境质量 
基于 InVEST 生境质量模块模拟，输入数据包括土地利用数据及威胁

因子信息 
+ 0.15 

湿地占比 计算公式：
湿地面积

流域面积
 + 0.08 

林地占比 计算公式：
林地面积

流域面积
 + 0.06 

水环境 

养分输送比 
基于 InVEST养分输送比模块模拟，输入数据包括土地利用、土壤类

型等 
+ 0.13 

水质目标 II类赋值 7分，III类 5分，IV类 3分，V类及以下 1分 + 0.09 

水体通达性 
通长江或通海赋值 7分，大型湖泊或湖河通道赋值 5分，一般河道 3

分，封闭或隔断区 1分 
- 0.20 

水安全 
洪涝灾害危

险性 

从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两个层面构建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价体系，致灾

因子包括平均降雨量、强降雨频次，孕灾环境包括高程、坡度、植被

覆盖度。 

+ 0.10 

 

水资源层面，水网密度与产水量均反映了流域水资源的相对丰沛程度，数值越高代表流域水文调节

能力越强，水敏性越低；水生态层面，生境质量、湿地与林地占比越高，则其水生态功能越重要，水生

态安全保障的约束更强，水敏性相对更高；水环境方面，养分输送比高表明流域水质净化能力弱，水质

目标高表明流域污染容忍度低，二者与水敏性均呈正相关关系，而水体通达性强则有助于水流交换和污

染物稀释，从而降低水敏性；水安全方面，流域洪涝灾害危险性越高，其对极端水文事件的承受度越

小，水敏性较高。 

为确定 128个小流域单元的各项指标值，本研究以小流域边界为基本空间分析单元，综合运用多种

空间分析方法。具体而言，针对水网密度、湿地占比与林地占比，通过将水网水面矢量数据、土地利用

栅格数据与 128个小流域矢量边界进行空间叠加分析，精确统计出各个小流域单元内相应地物的面积或

长度数据，再带入相应公式计算得到具体指标值；针对产水量、生境质量、养分输送比等基于模型模拟

的栅格数据指标，可将数据直接导入模型计算得到整个流域的栅格结果，再采用分区统计工具提取各小



流域内部栅格像元的平均值，并以此作为该小流域的最终指标值；而对于洪涝灾害危险性这一基于多因

子综合评价生成的栅格数据指标，则先采用分区统计工具提取小流域各项基础指标数据平均值，再通过

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加权各指标得到各小流域的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价值；此外，水质目标与水

体通达性采用赋值法，首先将各省市水功能区划图进行矢量化并判断不同河流与外部水体连通程度，通

过空间连接以及面积最大原则，将预先划分好的水功能区划等级或连通性等级与小流域单元进行匹配，

为每个小流域单元赋予相应的评价值。通过上述方法，确保每个小流域单元均获得完整且精确的 9项指

标评估数据，为后续的综合评价奠定基础。 

1.4.2 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程度测算 由于不同行业及规模企业的排污特征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尝试构建

企业规模系数和行业排污强度系数对此误差进行修正，最终通过行业排污强度系数、企业规模系数和工

业企业密度三者加权计算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指数。 

（1）行业排污强度系数。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NH3-N）作为工业废水中最主要且受国家重

点管控的两项水体污染物[43, 51]，是衡量水环境污染状况的核心指标。基于此，本文以地区 COD和 NH3-

N的排放强度衡量区域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程度，并以各行业单位企业 COD和 NH3-N排放量标准值的

加权和代表其水污染物排放强度系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𝐸𝐶𝑂𝐷𝑖 =
𝐶𝑂𝐷𝑖

𝑁𝑖
        𝐸𝑁𝐻3-𝑁𝑖 =

𝑁𝐻3-𝑁𝑖

𝑁𝑖
 (2) 

𝐸𝐶𝑂𝐷𝑖𝑛 =
𝐸𝐶𝑂𝐷𝑖 − 𝐸𝐶𝑂𝐷𝑚𝑖𝑛

𝐸𝐶𝑂𝐷𝑚𝑎𝑥 − 𝐸𝐶𝑂𝐷𝑚𝑖𝑛
       (3) 

𝐸𝑁𝐻3-𝑁𝑖𝑛 =
𝐸𝑁𝐻3-𝑁𝑖 − 𝐸𝑁𝐻3-𝑁𝑚𝑖𝑛

𝐸𝑁𝐻3-𝑁𝑚𝑎𝑥 − 𝐸𝑁𝐻3-𝑁𝑚𝑖𝑛
     (4) 

𝑃𝑖 = 0.5 ∗ 𝐸𝐶𝑂𝐷𝑖𝑛 + 0.5 ∗ 𝐸𝑁𝐻3-𝑁𝑖𝑛     (5) 

式中，CODi和 NH3-Ni分别为全国 2020年行业 i工业废水中 COD和 NH3-N的排放量，Ni为当年全国行

业 i的企业总数，ECODi
 
和 ENH3-Ni分别为行业 i每万家企业 COD及 NH3-N排放量，ECODin和 ENH3-

Nin为行业 i每万家企业 COD及 NH3-N排放量标准化值，Pi为行业 i的排污强度系数。 

（2）企业规模系数。企业注册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企业的规模大小[52, 53]，本文依照企业注

册资本将企业规模分为四类，并为其设定相应的企业规模系数，企业规模划分及系数设定详见表 2。 

表 2 企业规模系数表 

Tab.2 Table of enterprise scale coefficients 

注册资本（万元） 企业规模 规模系数 

0-10 微型企业 0.01 

10-500 小型企业 0.1 

500-5000 中型企业 1 

>5000 大型企业 10 

（3）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指数测算。编写 Python代码对企业点位数据进行处理，获取不同年份流

域单元内不同行业及规模的企业密度数据，将与其对应的行业排污强度系数和企业规模系数的加权乘积

之和，即为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𝐸 = ∑ ∑ 𝑁𝑖𝑗

𝑛

𝑖=1

𝑚

𝑗=1

∗ 𝑆𝑗 ∗ 𝑃𝑖 (6) 

其中, E为流域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指数，Nij为流域内第 i种行业第 j种规模等级的企业密度，Pi为第 i

种行业的排污强度，Sj为第 j种规模等级的企业规模系数，n为企业规模等级总数，m为行业类型总数。 

1.4.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可用于评价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以及协同发展水平，借助该模型评

估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之间的耦合协调度[54]，具体公式如下： 

𝐶 =
2√𝑈1𝑈2

𝑈1 + 𝑈2
  (7) 

𝑇 = 𝛼𝑈1 + 𝛽𝑈2 (8) 

𝐷 = √𝐶 ∗ 𝑇 (9) 

式中,C为耦合度；D表示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T为综合协调指数，代表协调程度；U1、U2分别代表流

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的综合评价指数；由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是一个负面指标，因此在进

行耦合协调度计算前需对其进行正向化处理，使其能够反映流域发展的积极状态；α，β为贡献指数，本

文认为流域水敏性与流域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对流域的发展同等重要，因此将贡献指数 α和 β均赋值为 

0.5，旨在反映两系统对流域发展的均衡贡献[36]。虽然不同权重赋值会影响耦合协调度绝对值，但本研究

重点关注耦合协调度整体时空演化趋势，等权重处理对研究结论有效性影响较小；本文在参考太湖流域

产业发展水平与水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借鉴耦合协调领域的经典研究[1, 54]，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四

个等级，具体划分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表 

Tab.3 Classification tabl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levels 

耦合协调度值 协调等级 

0＜D≤0.4 中度失调 

0.4＜D≤0.5 轻度失调 

0.5＜D≤0.7 初级协调 

0.7＜D≤1.0 良好协调 

1.4.4 空间马尔科夫链 马尔科夫链是一种研究时间和状态均为离散的随机转移问题的方法，通过将不同时

期的单元属性值进行离散化处理，并划分为 k种状态类型，用一个 k×k阶转移概率矩阵 M 来表示不同时

期单元状态之间的相互转移过程。而空间马尔科夫链则是传统马尔科夫链与“空间滞后”相结合的方法，

可用于探究在不同邻域背景下某一单元状态向上或向下转移的概率，进而更有效地分析单元状态在动态演

进过程中与邻域状况的空间关联性[55]，本文拟借助此方法尝试探究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

迫的耦合协调度在不同邻域背景下的动态演变规律。具体而言， 将传统 k×k阶马尔科夫矩阵分解为 k个

k×k阶转移概率矩阵形式，从而清晰地表达出在不同的邻域背景下，耦合协调度等级向上或者向下转移的

可能性，公式如下：  

𝑚𝑖𝑗 =
𝑛𝑖𝑗

𝑛𝑖
 (10) 



𝐿𝑎𝑔𝑎 = ∑ 𝑋𝑏𝑊𝑎𝑏 (11) 

式中，nij为在研究期间内从 t时刻至 t+1时刻由状态 i转移至状态 j的单元总数；ni为整个研究期内于 t

时刻状态为 i的单元总数；Lagα 为单元 α的空间滞后值；Xb为单元 b的属性值；Wαb 为空间权重矩阵，

本文采用邻接权重矩阵。 

1.4.5 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关联度模型是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通过比较不同数据序列的几何形

状相似性来量化因素间的关联程度，其核心是通过计算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之间的关联系数，评估两者在

动态发展中的同步变化水平[56]，在系统内，若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具有一致性，则二者关联程度较高；反

之，则较低。计算公式如下： 

∆𝑖(𝑘) = |𝑋0(𝑘) − 𝑋𝑖(𝑘)| (12) 

𝜀𝑖(𝑘) =
min𝑖min𝑘∆𝑖(𝑘) + 𝜌max𝑖max𝑘∆𝑖(𝑘)

∆𝑖(𝑘) + 𝜌max𝑖max𝑘∆𝑖(𝑘)
 (13) 

  𝑅𝑖 =
∑ 𝜀𝑖(𝑘)𝑛

𝑘=1

𝑛
 (14) 

式中，k为时间；i为比较变量序号；X0（k）为 k时期参考变量；Xi（k）为 k时期第 i个比较变量；∆i

（k）为 k时期参考变量与第 i个比较变量的绝对差值；maximaxk∆i（k）为参考变量与所有比较变量在所

有时期的最大绝对差值；minimink∆i（k）为参考变量与所有比较变量在所有时期的最小绝对差值；ξi 

（k）代表 k时期比较变量 i的关联系数；ρ为分辨系数，本研究取 0.5；n为时间跨度；Ri代表灰色关联

度，其值越大说明两个序列的关联程度越高。  

2 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程度时空演变特征 

2.1 流域水敏性时空演变特征 

2007-2020年太湖流域小流域水敏性的评价结果范围为 0.06-0.69，利用自然断点法将其划分为三个等

级，由低到高依次为低水敏区（0.06-0.26），中水敏区（0.26-0.44），高水敏区（0.44-0.69）。从流域水敏

性时间演变趋势来看，太湖流域水敏性变化幅度较小，总体呈波动下降状态。2007-2010年太湖流域水敏

性均值由 0.333下降至 0.324，2013年回升至 0.328，之后再次进入下降状态，最终于 2020年下降至

0.311，期间流域水敏性均值共下降 0.022，降幅仅为 6.61%。空间演变特征方面，太湖流域水敏性较为稳

定地表现为“西南高-东部低”的梯度分布格局。具体来看，高水敏区集中分布在太湖西南侧的丘陵地

带，该区域林地占比与生境质量较高，流域水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较为敏感；中水敏区主要集聚在以太

湖为核心的流域中部地区，该区域邻近太湖等大型水面，水网密集且湿地占比与水质目标较高；低水敏

区则多分布于流域东部及北部的边缘地带，此区域邻近海域，水体通达性处于较高水平。研究期间共有

8个小流域的水敏性状况发生变化，且这些小流域大多分布在中水敏与低水敏区的交界处，水敏性等级

由中转低。总体而言，太湖流域呈现出高水敏区稳定、中水敏区轻微退化、低水敏性缓慢扩张的空间演

变态势。 

2.2 流域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指数时空演变特征 

2007-2020年太湖流域小流域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指数范围为 0.001-2.736，利用自然断点法将其划分

为低胁迫（<0.42）、中胁迫（0.42-0.88）、高胁迫（>0.88）三个等级。从时序变化来看，2007-2020年间



太湖流域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指数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2007、2010、2013、2016和 2020年流域工业

水环境污染胁迫指数均值分别为 0.353、0.396、0.434、0.473和 0.533，平均每年上升 0.014，年均增长率

达 3.22%。太湖流域的空间演化格局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流域东部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程度较高且

高污染胁迫区迅速扩张，西部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程度较低且空间格局较为稳定。具体而言，流域东部

高污染胁迫区呈现“集核分布—双轴格局—带状整合”的空间演变特征，2007年高污染胁迫区集中分布

于上海、苏州、无锡三市，并在太湖东北侧和上海市核心城区分别构成两个高污染胁迫核心区，高污染

胁迫核心区向外逐渐扩散，并于 2013年在无锡、苏州太湖沿岸地带与上海市内分别形成两条独立高污染

胁迫轴，2020年两条高污染胁迫轴在空间上实现了连通与整合，并最终构成了以张家港市为起点，途经

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市中心城区并延伸至平湖市的 S型高污染胁迫带。流域西部总体保持低污染胁

迫状态，研究期间仅太湖西岸局部区域和杭州市区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等级出现上升。 

 
图 3 2007-2020年太湖流域水敏性时空演变特征 

Fig.3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sensitivity in the Taihu Basin,2007-2020 

东西部胁迫分化格局与区域产业结构差异密切相关，流域东部的上海、苏州等城市承载着长三角地

区最密集的制造业集群，局部地区纺织、装备制造、化工等高耗水、高污染行业聚集程度较高，且以中

大型企业为主，单位面积工业产值与污染物排放强度均显著高于西部。相比之下，流域西部的湖州、杭

州西部等地区则以农业、旅游业和新兴服务业为主，传统制造业占比相对较低，且多为轻工业。此外，

东部地区较早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历史遗留的污染存量问题与当前高强度的产业经济活动叠加，进一

步加剧了区域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程度。 

3 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分析 

3.1 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特征 

时间演变特征方面，研究期间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稳步下降态

势。2007-2020年流域耦合协调度平均值由 0.592逐渐下降至 0.539，整体耦合协调等级由“初级协调”

向“轻度失调”方向发展，这主要是由于研究期间太湖流域水敏性缓慢下降，而流域工业水环境污染胁

迫则保持快速上升，两系统之间的协同变化程度不断减弱，最终导致流域整体耦合协调度持续降低。空

间分布格局上，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梯度特征，自西向东依



次为良好协调区、初级协调区和失调区。研究期间流域始终存在两大核心区域，分别是位于流域西南侧

的良好协调核心区和位于上海市区的中度失调核心区，其中流域西南侧水敏性较高且流域工业水环境污

染胁迫程度较低，流域水生态环境优越的同时受人类活动扰动较少，因此耦合协调度始终处于较高水

平；上海市区则与之相反，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状况相对较差。 

  

图 4 2007-2020年太湖流域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指数时空演变特征 

Fig.4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wat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tress index in the Taihu Basin,2007-2020 

 

图 5 2007-2020年太湖流域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 

Fig.5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the Taihu Basin,2007-2020 

3.2 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化特征 

本文利用马尔科夫链方法探究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化特征。

基于前文对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划分，共存在 4种耦合协调类型：分别是良好协调、初级协调、轻度失调



和中度失调（在表格中简称 GC、PC、LD、MD），与以往的逐年马尔科夫链分析不同，考虑到研究区数

据的可获取性与变化特征，本文选取 2007年、2010年、2013年、2016年和 2020年作为关键时间节

点，将非相邻年份的时段视为整体跃迁过程，假设状态转移的齐次性，构建 2007-2020年马尔科夫转移

概率矩阵（表 4），并得出以下结论： 

表 4 2007-2020年太湖流域耦合协调度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 

Tab.4 Markov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the Taihu Basin,2007-2020 

等级 n GC PC LD MD 

GC 127 0.890 0.110 0 0 

PC 208 0 0.899 0.101 0 

LD 115 0 0 0.870 0.130 

MD 62 0 0 0 1 

（1）对角线上的概率值显著大于非对角线的概率值，其中对角线上的最低值为 0.870，表明在整个

研究期内耦合协调度等级保持原有状态的最小概率为 87.0%，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

合协调状态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呈现出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特征。 

（2）非对角线区域仅有位于对角线上侧的概率值大于 0，表明研究期间太湖流域耦合协调等级的变

化均为向下转移，且这种转移仅发生在相邻等级之间。这一方面印证了前文有关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

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度稳步下降的结论，又说明了耦合协调等级的转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短

时间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3）处于中度失调等级的流域保持原有状态的概率为 100%，“俱乐部趋同”特征最为显著，耦合协

调等级完全被锁定在当前状态；处于良好协调、初级协调和轻度失调等级的流域则展现出相似的稳定

性，保持原有状态的概率分别为 89.0%、89.9%和 87.0%，三者均存在向下转移的风险，其中轻度失调区

向下转移概率最高（13.0%）、良好协调区次之（11.0%）、初级协调区最低（10.1%），各等级均未存在向

上转移可能性，即使是处于良好协调状态的流域也面临退化的风险。 

传统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并未考虑到流域耦合协调度等级转移会受其邻域流域耦合协调度等级类

型的影响，因此本文在传统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中引入“空间滞后”因素，并构建出太湖流域水敏性

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表 5），对比表 4和表 5可得出以下结论: 

（1）空间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中，位于不同空间滞后类型的概率转移矩阵与传统马尔科夫概率转

移矩阵存在差异，说明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的耦合协调等级变化受空间因素的影响。

例如，当流域的空间滞后类型为初级协调时，处于良好协调、初级协调、轻度失调、中度失调状态的流

域保持原有状态的概率分别为 85.7%、91.1%、89.6%和 100%，分别较传统马尔科夫矩阵中的概率值变化

-3.3%、1.2%、2.6%和 0%。 

（2）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的耦合协调度演变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区域耦合协调度

转移概率受其邻域状态影响，相邻流域耦合协调度越低，其向下转移的概率越高。例如，处于初级协调

状态的流域与良好协调、初级协调、轻度失调、中度失调流域相邻时，其耦合协调度等级下降的概率分

别为 3.4%、8.9%、24.1%和 25%； 处于轻度失调状态的流域与初级协调、轻度失调、中度失调流域相

邻，其耦合协调度等级下降的概率分别为 10.4%、13.7%和 18.6%。 

本文进一步通过 ArcGIS绘制耦合关系空间演变分布图，结果显示：2007-2020年太湖流域共有 50

个小流域耦合协调度等级下降，78个小流域耦合协调度等级保持平稳，二者分别占总流域数的 39.06%和

60.94%，其中下降区域主要集中在流域东部，而平稳区域则主要分布在流域中部与流域西南侧。 



表 5 2007-2020年太湖流域耦合协调度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 

Tab.5 Spatial markov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the Taihu Basin,2007-2020 

空间滞后 等级 n GC PC LD MD 

GC 

GC 78 0.910  0.090  0 0 

PC 29 0 0.966  0.034  0 

LD 0 0 0 0 0 

MD 0 0 0 0 0 

PC 

GC 49 0.857  0.143  0 0 

PC 146 0 0.911  0.089  0 

LD 48 0 0 0.896  0.104  

MD 5 0 0 0 1 

LD 

GC 0 0 0 0 0 

PC 29 0 0.759  0.241  0 

LD 51 0 0 0.863  0.137  

MD 22 0 0 0 1 

MD 

GC 0 0 0 0 0 

PC 4 0 0.750  0.250  0 

LD 16 0 0 0.813  0.188  

MD 35 0 0 0 1 

进一步考虑邻域状态的影响，在区域耦合协调度等级下降的小流域中，有 39个小流域和邻域耦合协

调度等级均下降，占比高达 78.00%，这些流域主要分布在太湖东北侧的苏州、无锡市以及太湖东南侧的

嘉兴市；而区域下降、邻域不变的小流域有 11个，占比 22.00%，多集中于流域西北部的常州和镇江

市。在区域耦合协调度等级不变的小流域中，有 52个小流域的区域和邻域耦合协调度等级均保持不变，

占比 66.67%，且空间分布范围较广；区域不变、邻域下降的小流域有 15个，占比 19.23%，多位于太湖

流域边缘地区；区域不变、邻域上升的小流域有 11个，主要分布在大型湖泊所在区域。由此可知太湖流

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的耦合协调演变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与邻域协同效应，需针对不同

区域特性制定差异化的调控策略，加强跨区域合作与协同治理。 

 
图 6 2007-2020年太湖流域耦合协调度地区转移与邻域转移时空分异格局 

Fig.6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neighborhood transitions in the Taihu Basin,2007-2020 



4 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驱动因素选择 

太湖流域的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的耦合协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多种因素在其中发挥

着不同程度的作用。本文借助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进

行研究，同时考虑到太湖流域的实际情况，初步选定了人口集聚程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

环境规制强度、科技投入水平五大影响因素，其中人口集聚程度通过人口密度表征，高密度人口区域往

往人类活动强度较高，污水排放量、水资源短缺等问题较为严重，并直接影响水环境与水资源系统状

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采用人均 GDP表征，经济规模扩张既为水环境治理提供资金保障，也可能因过度

开发导致水生态环境系统受损；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 GDP占比为衡量指标，与第一、三产业相比，第二

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与采矿业具有更高的能源依赖性与污染物排放强度，其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体现了区

域经济对工业的依赖程度，更从宏观上反映着地区工业污染的潜在规模与强度，第二产业 GDP占比高，

往往意味着高耗能、污染排放强度高的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易导致工业废水排放超标；环境规制强度基

于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词频占比量化，该指标能有效捕捉政策导向对污染治理的刚性约束，体现行政力

量在水环境管理中的管控作用；科技投入水平以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表征，更高的科技投入有

助于研发更高效的治污技术和清洁生产工艺。 

在理想情况下，驱动因素的分析单元应与耦合协调度的评价单元保持一致，然而社会经济指标多以

行政区划为单元进行统计与发布，但县级行政区划与小流域自然边界交错复杂，“社会经济统计单元”与

“自然地理评价单元”之间的空间尺度严重不匹配，以往研究通常采用参数空间化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例如以夜间灯光数据为基础，将政区统计数据分配到网格单元，再按小流域边界进行汇总[57, 58]。 

然而该方法存在较大局限性，对于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强度、科技投入水平等非空间化的宏观指标缺乏

有效的空间代理变量，强行进行空间分配可能会引入较大误差，而简单的面积加权法假设指标在行政区

内均匀分布，与现实情况（如工业区高度集中）严重不符，且流域耦合协调度的演变差异性主要体现在

宏观省域尺度上。受相关数据获取限制，并兼顾研究的精细度与数据的准确性，本文以小流域单元为基

底并叠加省域行政边界共将太湖流域划分为三大片区——苏南片区、上海片区和浙北片区，由于三大片

区在空间上均涵盖多个完整的小流域单元，宏观尺度上的数据整合能有效规避边界错位误差，确保片区

社会经济数据对内部流域整体状况的代表性，该方法在确保小流域单元完整性与数据权威性基础上，体

现了江浙沪三大行政单元在社会经济发展、产业布局与环境管理政策上的现实差异，能够较好兼顾流域

自然边界与行政管理单元。因此，本文分别将太湖流域整体及苏南、上海、浙北三大片区作为研究对

象，通过整合各片区内相关城市的社会经济数据来代表其变量指标，并对比分析流域整体与各片区的灰

色关联度计算结果，旨在揭示在不同行政管理与发展状况下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同时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模型结果造成干扰，保证驱动因素分析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本文对上

述五个指标进行了共线性诊断，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指标的方差膨胀

因子值均远小于 10，表明所选指标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将其纳入后续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模型中。 

4.2 结果分析 

通过灰色关联度模型测试各影响因素对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

度。由表 6所示，各驱动因素的关联度都在 0.5以上，影响程度显著且存在地区间的差异： 

（1） 太湖流域科技投入水平与耦合协调度关联度为 0.808，是对整体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

胁迫耦合协调度影响程度最大的驱动因素。分片区来看，上海片区关联度最高为 0.811，其次是浙北片区



为 0.792，最后是苏南片区为 0.591，其中仅有上海片区的关联度高于太湖流域整体水平，原因在于上海

片区整体技术创新投入相对更大，有较高的驱动力来提升区域绿色技术水平，易于影响区域工业水环境

污染胁迫程度及其与水敏性的耦合协调度，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2015-2020年园区 R&D经费投入强度

由 3.35%提升至 4.77%，科技投入通过支持清洁生产技术研发推动传统企业设备更新改造，并加速淘汰高

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引导主导产业向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低排放的高新技术产业转

型，2015-2020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已由 67.4%增至 70.2%，这一系列技术创新与产业

升级有助于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强度降低，从而有效缓解了区域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程度，尽管科技

投入不直接影响区域水环境的自然本底，但通过降低水环境污染胁迫，有效改善了区域水环境质量，并

间接作用于水敏性评价中的水环境和水生态维度，进而提升了区域“人-水”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 

（2）太湖流域产业结构与耦合协调度关联度为 0.777，是影响程度第二的驱动因素。三大片区关联

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苏南片区（0.846）、上海片区（0.732）和浙北片区（0.683），其中苏南片区关联度略

高于太湖流域整体水平，这是由于该片区第二产业占比较高，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对流域工业水环境污

染胁迫的消减效果更为显著和直接，进而显著影响流域耦合协调度。 

（3） 太湖流域人口集聚与耦合协调度关联度为 0.776，影响程度位居第三。其中苏南片区与浙北片

区关联度分别为 0.755与 0.793，二者与流域整体水平相近，而上海片区关联度最高为 0.827，这与上海

片区人口密度最高有关，其人口规模早已达到区域水资源环境承载力上限，流域水敏性状态受人口密度

变化影响较大。 

（4） 太湖流域环境规制强度与耦合协调度关联度为 0.738，影响程度居第四位。其中苏南片区关联

度（0.755）显著高于上海片区（0.594）、浙北片区（0.612），且略高于流域整体水平，这是由于自 2007

年太湖水危机事件爆发后，苏南片区各市的环境规制强度显著提升，并通过倒逼传统工业企业清洁化改

造或退出，有效影响了流域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的变化。 

（5） 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关联度为 0.547，在五大影响因素中影响程度最低。

上海、苏南、浙北片区关联度依次为 0.544、0.570和 0.549，三大片区及流域整体之间的关联度差异较

小，原因在于三大片区均属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边际生态效益显著降

低。  

表 6 太湖流域及各片区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度 

Tab.6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different subregions 

地区 人口集聚 
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 
产业结构 

环境规制强

度 

科技投入水

平 

苏南片区 0.755 0.570   0.846   0.755 0.591   

上海片区 0.827 0.544 0.732 0.594 0.811 

浙北片区 0.793    0.549    0.683    0.612    0.792    

太湖流域 0.776 0.547 0.777 0.738 0.808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1）2007-2020年太湖流域水敏性轻微下降，而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指数则显著提升。研究期间流

域水敏性均值由 0.333下降至 0.311，降幅仅为 6.61%，整体呈现“西南高-东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

水敏区集中在西南丘陵，中水敏区聚集在太湖周边，低水敏区分布于东部及北部边缘；工业水环境污染



胁迫指数均值则由 0.353上升至 0.533，年均增长率达 3.22%，东部高胁迫区经历了“集核分布—双轴格

局—带状整合”的演化过程，最终形成 S型的高污染胁迫带，而流域西侧基本保持低胁迫状态。 

（2）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且呈现时空分异与动态演

化双重特征。研究期间流域耦合协调度均值由 0.592降至 0.539，整体从“初级协调”转向“轻度失

调”，空间上呈现“西高东低”的梯度分布，西南侧为良好协调核心区，上海市为中度失调核心区。马尔

科夫分析表明，流域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稳定性和“俱乐部趋同”特征，等级变化均为向下转移且仅

发生在相邻等级间，并且耦合协调度演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相邻流域耦合协调度越低，其向下转移概

率越高。 

（3） 太湖流域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耦合协调度受多种驱动因素影响，且呈现明显的空间

差异性。基于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五大驱动因素按影响程度依次为：科技投入水平、产业结构、人口

集聚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其中科技投入水平和人口集聚程度在上海片区影响最显

著；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强度在苏南片区关联度最高；而经济发展水平在三大片区关联度差异较小。 

5.2 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供决策者参考： 

（1）针对不同区域实施差异化水环境规制政策，优化流域内部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对于流域西南侧

的“良好协调区”，应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针对水敏性大于 0.44的高水敏性小流域，突出以“保

护优先”为原则减少人类活动对区域水生态环境系统的干扰，建立基于行业排污强度系数的产业准入负

面清单，严控新增工业项目，同时充分利用其生态资源优势，探索发展碳汇林业、生态旅游等环境友好

型产业，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于太湖周边的“初级协调区”，鉴于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强度是

其耦合协调度的关键驱动因素，应采取“污染总量控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兼顾的优化策略，针对工

业水环境污染胁迫大于 0.88的高污染胁迫小流域设定胁迫指数年度削减目标，并以削减目标完成率作为

区域新增工业项目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倒逼高污染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同时积极承接低水敏区外溢的

环保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以上海为核心的“失调核心区”，科

技投入水平的核心驱动地位决定了其治理路径必须聚焦于科技创新和效率提升，针对 S型高污染胁迫带

上的小流域，应进一步推动其内部传统产业进行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并设立专项财政补贴与绿色信贷

支持，激励企业技术升级，同时积极培育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型绿色产业，形成“传统产业绿色化与

新兴产业高端化”双轮驱动产业转型路径，在维持经济活力的同时，尽快迎来污染胁迫指数的拐点。 

（2） 构建太湖流域跨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体系，完善生态补偿与监测预警体系，建立多元共治评

估机制。为应对马尔科夫分析所揭示的耦合协调度空间溢出效应，应建立全流域综合治理平台，打破行

政区划壁垒，由太湖流域管理局牵头建立“流域-片区-小流域”三级联动治理体系，构建统一的流域水环

境大数据平台，建议将水敏性指数、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指数作为核心监测预警指标，一旦监测到某流

域单元耦合协调度向低等级转移，便对邻近流域发出预警，防止失调状态扩散。与此同时完善流域生态

补偿机制，明确上下游地区的生态权责，引导资金、技术等要素向生态保护成效显著但发展受限的西南

高水敏区域倾斜，可探索建立与本研究指标体系相关的动态补偿模型，并基于以下框架进行补偿额度核

算：年度补偿额度=[（保护区水敏性指数×保护机会成本系数）+（受益区工业胁迫指数×污染责任系

数） ]×补偿基准，其中“保护机会成本系数”基于保护区因执行严格环境标准而受限的产业发展潜力

核算，“污染责任系数”与受益区高胁迫产业的经济产值挂钩，确保补偿标准的科学性与动态性。最后，

在此基础上加强公众参与，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多元共治格局，提高社会共识，建立流域治理效果评

估体系，定期评估流域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变化，及时调整策略，形成“现状评估—政策施策—成效检



验—策略优化”闭环管理。 

本文以太湖流域为案例区，构建了水敏性与工业水环境污染胁迫评价体系，揭示了二者耦合协调关

系的时空演变、动态特征及驱动因素，为流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参考，但仍存在一定不足，未来可

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化研究：一是在水环境污染胁迫测算上，本研究基于企业密度、行业排污强度和规模

系数进行简单估算，且仅聚焦于工业污染，然而农业面源污染、第三产业污水排放以及微塑料、抗生素

等新兴污染物同样是流域的重要水环境污染源，但由于其缺乏官方统计数据，难以在本研究尺度下展开

量化测算，未来可整合企业环评报告、在线监测及污染源普查数据，综合考虑企业生产工艺和治理能

力，并将农业、第三产业及新兴污染物纳入评估体系，以构建更全面精细的流域产业水环境污染胁迫测

算模型。二是受限于行政与流域尺度数据匹配困难，本文采用分片区整合数据的方式进行驱动因素分

析，未来研究应探索更有效的空间降尺度方法，将社会经济数据精确配置到小流域单元，实现精细化的

驱动机制分析。三是本文中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权重设置是基于两系统同等重要的普遍性假设，未来可引

入多权重情景进行敏感性分析，并尝试运用随机森林、神经网络等机器学习方法验证非线性关系，以提

升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为流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更精准的科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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